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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折旧影响数字企业就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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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数字企业就业的视角，利用 2009—2018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运用经济学

模型和双重差分法(DID)，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却未增加人均工资水平。量化分析

表明，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数字企业范围每扩大 1 个标准差，数字企业将平均增加约 4.4%的劳动力就

业。动态效应检验发现，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持续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效应在低研发投入企

业和成熟企业中更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为加快数字化转型而吸纳高技能劳动力是促进就业

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加数字企业研发投入、提高政府补贴对政策效果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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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提出，就业是经

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会为扩

大就业提供持续有力的新动能[1]。埃森哲 2023 年

调查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仅有 17%的企业成功

进行数字化转型，多数企业仍处在数字化转型初

级阶段。数字企业在发展初期无疑需要较多的人

力学习新技术、操作新设备，从而提供更多的就

业岗位。中国信通院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

东、中、西部地区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占比已分别

达到 40.3%、27.7%和 31.9%。此外，以智能化为

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将进一步助力数

字经济发展[2]。基于以上分析，由于稳就业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根基，而数字经济具有发展速度

快、辐射范围广的特点，因此，提高数字企业就

业水平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然而，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近几年的

就业市场稍显萎靡，其中，由于中国数字企业普

遍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且受到宏观经

济波动时的反应更大，因此提高数字企业就业水

平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一般来说，税收

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杠杆作用和调节作

用[3]，通常认为其可以影响劳动力就业[4]。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国家税收领域的重

要政策工具，无疑是一项很好的惠企举措。首先，

该政策于 2014 年初次实施，随后又两次扩大适

用范围，现已覆盖所有的制造业企业，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史无前例。这项政策允许企业加速折旧

研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扩大了企业的

“即时现金流”，改善了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一是可以显著影响企业投资、企业生产等重要决

策；二是可以增加企业创新机会，促进企业数字

化转型，进而对劳动力就业产生较大影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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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其他税收政策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由于该

政策实施初期的六个试点行业覆盖了全部数字

经济产业类别，因此这项政策可以更好地考察其

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影响。虽然有少量学者研究了

其对就业的影响，但是局限于地区就业层面，发

现这项政策可以增加地区层面的就业水平[5−7]。目

前还没有学者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结合数

字经济，考察该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影响，因

此，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理解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两个角度出发，探究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就业水平具有

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经济学模型，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

应两个方面，考察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

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的理论机制。将 2014 年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

验”，以 2009—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这

一政策对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对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水平的影响，相关研究

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主要研究了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劳动力的影响，主要从

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数量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从

劳动力结构来看，伍红等[8]研究了加速折旧政策

能否帮助高端制造业企业吸引高素质创新型人

才，发现该政策只是激励了高端制造业企业的  
创新行为，并没有吸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刘  
啟仁和赵灿[9]研究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人力资

本升级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在激励企业固

定资产投资的同时，改善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

构。李建强和赵西亮[10]发现，该政策可以降低资

本价格，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同时降低低技

能工人雇佣数量。从劳动力数量来看，House 和

Shapiro[11]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在增加企业投资和

产出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是，

Yagan[12]发现这项政策并没有增加劳动力工资。

在此基础上，Garrett 等[6]首次对加速折旧政策与

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

这项政策虽然有助于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但是

却并未改变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肖人瑞等[13]

以全部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增加

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而王贝贝等[7]考察了加速折

旧政策对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

政策促进了地区就业，且这项政策在中国产生的

就业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第二类文

献从影响机制的角度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劳

动力就业的影响，从结论来看尚未统一。一部分

学者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与劳动力就业之间存在

“规模效应”，税收政策不仅可以促进劳动力就

业[14−16]，而且会提升劳动者工资水平[17−18]。还有

一部分学者发现税收优惠政策与劳动力就业之

间存在“替代效应”，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显著

减少了劳动力就业数量[19−20]。另有部分学者认为

税收政策与劳动力就业之间不存在关系[12,21]。 
以上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多有益启示，

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就业确实会产生影响。但

是，这些文献一是主要研究了加速折旧政策对发

达国家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缺乏对中国国情研

究；二是囿于数据可得性，国内文献主要研究了

这一政策是否影响人力资本升级或者从地区层

面考察了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还没有文献从数字

企业的角度探究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旨在弥补这几

点不足。 
综合来看，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是：①研究

视角上，基于数字企业就业视角，利用 2014 年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较好地覆盖了

全部数字经济产业这一现实背景，从理论模型和

实证分析两个方面，研究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影响，这有助于拓展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政策和数字企业就业的文献。②研究

内容上，本文不仅从“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

两个方面考察了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

的影响，而且结合数字经济背景，进一步探究了

该政策对高技能劳动力是否存在吸纳作用；此

外，本文也从研发投入和政府补贴两个角度，探

究了加速折旧政策与数字企业就业之间的调节

效应，以上结果丰富了税收优惠政策与劳动力就

业影响机制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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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 制度背景与实施 
为激励企业更新机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积极创新创业、加快转型升级，2014 年 9 月 24
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方案。政策的实施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2014 年 10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允许专

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六大

行业，对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

实行加速折旧。第二阶段，2015 年 9 月，《关于

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扩大了加速折旧政

策的覆盖范围，新增四个行业。第三阶段，2019
年 4 月，政策的适用范围再次扩大至全部制造业

领域(财税〔2019〕66 号)。 
2014 年，中国首次将“大数据”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此后，中国逐步以“数字经济”替代“大

数据”，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促进数字

经济加快成长”。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

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

化两个部分。2021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字经

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明确了数字经济产

业范围，分别是数字产品制造业(01)、数字产品

服务业(02)、数字技术应用业(03)、数字要素驱动

业(04)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05)，其中，前四类属

于数字产业化大类，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

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第五类属于产业数字化大类，包括数字化效率提

升业。 
综合来看，相较于其他常见税收优惠政策适

用范围的局限性
①
，2014 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政策应用时间最长、实施范围最广，并覆盖

了全部数字经济产业。随着我国进入以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可

能对扩大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重点

探究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数字企业

劳动力就业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二) 理论分析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允许企业提前抵扣

未来折旧金额，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一大笔资

金。与一般企业不同的是，数字企业指应用或研

发数字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应用或引

进数字技术也通常伴随着高投入、高风险。加速

折旧政策带来的大笔现金流无疑将对数字企业

应用、引进数字技术产生较大影响，而数字技术

将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以下两种效应，一是“替代

效应”，二是“规模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数字企业获得充足

资金保障，有机会通过引入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

并更新原有老旧机器设备，从而可能替代原本从

事基础性工作的低级劳动力[9,22−23]，对劳动力产

生“替代效应”；与此同时，数字企业应用数字

技术引入高级机器设备后，也需要由更高级的劳

动力学习新机器、操控新设备，因此，会对高级

劳动力产生吸纳作用[6]，对劳动力产生“规模效

应”。由于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探究

这项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就业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借鉴 Acemoglu 和 Zilibotti[24]，Acemoglu 和

Autor[25]的研究，本文将税收政策与劳动力就业纳

入统一研究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政策影响企业就业的内在逻辑。简化

Acemoglu 和 Autor[25]的假定，假设在完全竞争的

社会中只存在高和低两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

力，低级劳动力主要执行基础性体力劳动，高级

劳动力执行创造性脑力劳动，二者分别执行在连

续单位区间[0，1]上的不同任务 i，生产单一的最

终产品。每个任务的产出为 y(i)，其生产函数为： 
 
          L L H Hy i A i l i A i h i          (1) 

 
其中，l(i)、h(i)分别为任务 i 中的低级和高级劳

动力数量；AL 和 AH 分别为两种劳动力的技术水

平；αL(i)和；αH(i)分别为各自的生产效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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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本文认为高技能水平劳动力在复杂的任务

中存在较大优势，即 
 

   H Li i                 (2) 
 

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出清，每个任务区

间内均匀分布低级和高级劳动力，对应任务区间

长度分别为 IL和 IH，满足 IL+IH=1。 
在 Acemoglu 和 Autor[25]模型的基础上，本文

引入税收优惠政策——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

假定企业享受政策后的生产函数为 Y。实施加速

折旧政策为企业带来了大笔现金流，可以带动企

业自主创新、更新老旧机器设备，从而提高企业

的产出规模。若 ε为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

后企业更新设备而带来的技术升级，则 Y 可认为

是关于 ε的单调增函数，即 
 

  Y f  ，且  ' 0f            (3) 
 

此外，根据前文所述，ε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政策的实施相关，即政策实施后，企业拥有了更

多的创新机会，可以更换更高级的机器设备[22]。 
参考 Acemoglu 和 Autor[25]的研究，一方面，

由于低级劳动力从事重复性体力劳动，可以被机

器替代，即存在“替代效应”。因此，本文假设

企业在加速折旧政策后，通过更新机器设备替代

的低级劳动力为 IL−ε。另一方面，与 Acemoglu
和Autor[25]不同的是，本文假定企业更新机器设备

后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这是因为高级劳

动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增加高级劳动力的雇佣

不仅将加快企业自主创新，同时会帮助企业更好

地使用机器，最大化地发挥新设备的生产优势[6]；

此外，加速折旧政策通过更新企业的机器设备，

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规模，并增大其经营利

润，这同样会促进企业更新老旧设备，并提高高

级劳动力需求。因此，本文假设企业在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政策后，通过更新机器设备吸纳的高级

劳动力为 IH−αε。根据常识，α＜1，这是因为企

业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会为了增加高级

劳动力而支付更高的工资。 
按照 Acemoglu 和 Autor[25]的分析逻辑，当加

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劳动力需求(L)为  
   [ ( 1) ]L H L HL Y I I a Y I I a             (4) 

 
将  Y f  带入上式，则(4)式变换为  

  ( ) [ ( 1) ]L HL f I I a             (5) 
 

令(5)式中的劳动力需求L(ε)对加速折旧政策

带动的技术升级 ε求导，可得 
 

     '( ) / 1 ( 1)L HL f I I a f a                
 (6)  

根据已有分析，  ' 0f   ， 1 0a  ，则(6)式中  
   ' 1 0L Hf I I a               (7) 

 
   ( 1) 0f a               (8)  

综合以上结果可知，(6)式的最终结果取决于

(7)(8)两式的相对大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

设：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替

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的相对大小，当“替代

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时，加速折旧政策对企

业劳动力就业存在吸纳作用；反之，政策对企业

劳动力就业存在抑制作用。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以 2009—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沪

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 2014 年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的就业促进效应。

选择 2009 年作为政策研究的起始年份，是为了

避免 2008 年金融危机因素的交叉影响，但由于

金融危机具有长期性，为了尽可能剔除其长期影

响，本文也在稳健性检验中将研究时间缩短至

2010—2018 年、2011—2018 年。数据主要来源

于三个渠道：一是国泰安数据库(CSMAR)，该数

据库提供了董事会特征数据。二是万得数据库

(WIND)，该数据库提供了上市企业的总资产、营

业收入、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数据。三是中国国家

统计局，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数字经济及其核心

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对数字经济产业做出明

确规定，本文将基于这一具体分类区分数字企业

样本。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考虑到企业成立初期和

倒闭前期对职工的需求变动较大，本文剔除了仅

存在于政策实施前或者成立年份不足三年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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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此外，剔除了样本区间内存在 ST、*ST 状态

的企业以及主要变量严重缺失的企业，并且为了

消除异常值的影响，除企业年龄和加速折旧政策

变量外，对其余变量均进行了 1%和 99%的缩尾

处理。经过以上处理后，共得到 6 784 个观测值。 
(二) 计量模型设定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 2014 年加速折

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影响[26]： 
 

0 1it itlnemployment Taxcut     
   j j i t itcontrols                 (9) 

 
其中，i 代表企业、t 代表年份。lnemployment 为
本文被解释变量。Taxcut 为解释变量。controls
为一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1 的正负、显著性是

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衡量了加速折旧政策对数

字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conrtols 为一组控制

变量。 i 、 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三)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lnemployment)：本文采用企业雇

佣员工总数 (lnpeople) 和企业人均工资水平

(lnpwage)作为被解释变量[6,9,27]，衡量数字企业劳

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前者为数字企业雇佣职工

总数的自然对数，后者为数字企业员工平均薪酬

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Taxcut)为加速折旧政策的实施：第

一，设置实验组、控制组虚拟变量(treat)，令六

个适用行业内企业取值为 1，其他企业取值为 0；
第二，设置时间虚拟变量(post)，令政策实施当年

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其他年份取值为 0，二者

交互项即本文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controls)：根据已有研究[19,27]，为

提高回归估计效率、减少遗漏变量内生性的干

扰，本文还控制了如下因素：①企业年龄(age)，
定义为数字企业成立年份距离观测年份的对数

值。企业成立时间与雇佣劳动力数量呈正相关[28]。

②财务状况，包括企业杠杆率(lev)、企业规模

(lnrevenue)和总资产报酬率(ROA)。企业杠杆率定

义为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企业规模定义为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总资产报酬率定义为企业

净利润与企业总资产之比。一般认为，数字企业

财务状况越积极，雇佣人数越多[29]。③资本结构，

包括股权集中度(inshod)和资本密集度(fa)。股权

集中度定义为企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资

本密集度定义为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④董事

会特征，包括董事会规模(ds)、独立董事占比

(indep)和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同一人(ceo)。董事

会规模(ds)为董事数量；独立董事占比(indep)为
独立董事数量与董事规模之比；董事长与总经理

是否同一人(ceo)为二值变量，若满足两职兼任，

取值为 1，反之为 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

中，雇佣员工总数(lnpeople)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

别为 2.079 和 13.223，说明不同企业间员工总数

存在较大差异。人均工资水平(lnpwage)的均值为

11.495，标准差为 0.797，标准差较小，说明不同

企业间人均工资水平差异较小。此外，表 1 也展

示了不同样本企业在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前后企

业就业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实验组企业

(treat=1)在政策前后雇佣员工总数(lnpeople)和人

均工资水平(lnpwage)的均值差均为正值，初步表

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能会增加企业的就

业人数，并提高其人均工资水平。 
(二)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依据模型(9)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影响，表 2
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前三列和后三列的被解释

变量分别为雇佣员工总数(lnpeople)和员工人均

工资水平(lnpwage)。 
表 2 第(1)列和第(4)列未加入控制变量，仅加

入核心解释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

应；第(2)列和第(5)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第(3)
列和第(6)列将年份固定效应替换为省份−年份固

定效应，以控制各省份随时间不同的因素可能带

来的干扰，比如“营改增”试点政策实施。以上

不同情况下的回归结果表明，加速折旧政策对数

字企业就业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促进效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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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mean sd p25 p50 p75 min max N 

lnpwage 

11.495 0.797 11.203 11.498 11.800 0 14.387 4 847

treat=0 post=0 均值 8.145 post=1 均值 8.185 
均值差 

0.040 4 847

treat=1 post=0 均值 7.679 post=1 均值 7.817 0.138 4 847

lnpeople 

8.032 1.363 7.117 7.945 8.833 2.079 13.223 6 784

treat=0 post=0 均值 11.362 post=1 均值 11.540 
均值差 

0.178 6 784

treat=1 post=0 均值 8.185 post=1 均值 11.571 0.146 6 784

Taxcut 0.192 0.394 0 0 0 0 1 6 784

post 0.598 0.490 0 1 1 0 1 6 784

treat 0.334 0.472 0 0 1 0 1 6 784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eople lnpeople lnpwage lnpwage lnpwage 

Taxcut 0.102** 0.094** 0.093** −0.039 −0.046 −0.045 

 (0.042) (0.042) (0.044) (0.047) (0.047) (0.05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6 627 6 605 6 604 4 719 4 703 4 680 

Adj.R2 0.907 0.907 0.909 0.025 0.038 0.043 
注：*、**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标准差；标准误进行企业层面 cluster 调整。以下各表同。 

 
是却没有提高员工的人均工资水平，在后续实证

检验中，我们将第(2)列和第(5)列回归结果作为基

准回归结果。 
下文将考察这种作用是否具有经济意义[7]。

从描述性统计表可知，treat 的标准差为 0.472，
Taxcut(post×treat)的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可解释

为：当加速折旧政策的适用数字企业范围扩大 1
个标准差，数字企业的劳动力就业将平均增加约

4.4%。综上，本文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

劳动力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该作用在统计意义

上显著且具有较强经济意义，但是这一政策却没

有提高劳动力的人均工资水平。 
(三) 动态效应检验 
已有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可以提高数字

企业就业水平。但是，实验组企业在国家实施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之前是否已经出现了吸纳

就业的趋势？此外，加速折旧政策具有的政策效

果是否存在随着时间推移大打折扣的现象[30]？

为了进一步探究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

的动态影响，本文同时检验平行趋势以及这一政

策效应的动态效果[31−32]。动态模型设定如下：  
4

0 5; 1it t i tt t
lnemployment treat Dyear 

 
     

j j i t itcontrols             (10) 
 
其中， i ttreat Dyear 表示政策与年份的交互项，

其他变量定义同上，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符号

及其显著性。未汇报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

被解释变量在政策实施前的回归系数与 0 无差

异，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应来看，

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积极作用具有

长期性，这一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在

2018 年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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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内生性检验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尽可能地降低内

生性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为了确保匹配结果

的可靠性，本文首先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没

有汇报的检验结果表明：匹配结果较好，满足平

衡性假设[33]。表 3 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回归

结果，结果表明：重新回归后的估计系数均未发

生根本变化。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基准回归结果只是单纯反映了实

验组和控制组数字企业劳动力就业的时间序列

差异，而没有反映加速折旧政策对实验组数字企

业就业的特有影响，本文进行两种安慰剂检验：

①借鉴 Cornaggia 等[34]的做法，随机构造处理组

进行安慰剂检验。②借鉴刘啟仁和赵灿[9]的做法，

变换政策发生时间为 2015 年，并重新进行回归。

两种安慰剂检验结果分别展示在图 1 和表 3 的第

(5)列、第(6)列中。两种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

较稳健。 
3. 排除预期效应干扰 
考虑到企业可能会预期到加速折旧政策的出

台而加大劳动力投入，破坏平行性趋势假设[9]，本

文采用逐步剔除的方式[35−37]，分别从样本中剔除

2014 年、2015 年样本后重新回归。出于稳健性

的考虑，本文也对同时剔除了 2014 年和 2015 年 
 

表 3  考虑内生性的检验结果、安慰剂检验结果 

 
考虑内生性 

前两列为近邻匹配(1:1)，后两列为半径匹配(半径 0.01) 
安慰剂检验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Taxcut_psm 0.097** −0.048 0.094** −0.046   

 (0.042) (0.047) (0.042) (0.047)   

Taxcut_2015     0.007 0.070 

     (0.025) (0.0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 589 4 687 6 605 4 703 6 605 4 703 

Adj.R2 0.907 0.037 0.907 0.038 0.907 0.038 

 

 
图 1  安慰剂检验(左图为雇佣职工人数，右图为职工平均工资) 



经济学研究                               赵扬，李长英：加速折旧影响数字企业就业了吗？ 

 

119

 

两年数据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无论

是剔除一个年份的样本还是剔除两个年份的样

本，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说明不存在预期效应。 
4. 缩短时间检验(剔除金融危机影响) 
为了剔除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选择 2009

年作为研究起点，但是金融危机具有长期性，

2009 年后企业仍有较大可能受到其影响。基于

此，为了尽可能剔除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控制遗

漏变量带来的偏误，我们借鉴刘行等[38]的做法，

将样本区间缩短为 2010—2018 年以及 2011—
2018 年，重新进行回归。表 5 中结果表明，核心

解释变量未发生根本变化。 
 

五、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分析 
我们借鉴 Flückiger 等[39]的做法，用中介变量

替换模型(9)式中的被解释变量，从替代效应和规

模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数字企

业就业的作用机制[40]。第一，分别采用企业固定

资产增加值的对数和营业收入的对数衡量企业

投资和企业收入[19]，对以上两种效应进行验证；

第二，为进一步探究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

内部高级劳动力数量是否发生变化，采用企业技

术人员总数的自然对数衡量高技能员工数[41]，重

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表 6 前两列的核心解释变量(Taxcut)回归系

数为正，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加速折旧

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对劳动力就业存在

“替代效应”。第(3)列和第(4)列中，核心解释变

量的回归系数也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

策同样增加了企业产出水平，对劳动力就业存在

“规模效应”。综合分析表 2 中核心解释变量系

数为正这一结果，说明加速折旧政策对劳动力就

业的“规模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进一 
 

表 4  排除预期效应干扰检验结果 

 
剔除 2014 年 剔除 2015 年 剔除 2014、2015 年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Taxcut 0.104** −0.032 0.101** −0.062 0.118** −0.053 

 (0.046) (0.047) (0.042) (0.051) (0.049) (0.0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880 3 980 5 878 4 021 5 152 3 292 

Adj.R2 0.900 0.044 0.901 0.039 0.892 0.058 
 

表 5  缩短时间检验结果 

 
2010—2018 年 2011—2018 年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Taxcut 0.079** −0.052 0.069* −0.038 

 (−0.040) (−0.048) (−0.038) (−0.0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 210 4 617 5 777 4 523 

Adj.R2 0.919 0.037 0.927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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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替代效应 规模效应 高技能员工 
 (1) (2) (3) (4) (5) (6) 

被解释变量 lninvest lninvest lnprofit lnprofit lntechstaff lntechstaff 
Taxcut 0.226*** 0.223*** 0.086 0.014 1.526*** 1.463*** 

 (−0.027) (−0.028) (−0.072) (−0.034) (−0.150) (−0.146)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 627 6 605 6 627 6 605 6 627 6 605 
Adj.R2 0.246 0.279 0.064 0.813 0.214 0.241 

 
步更换被解释变量为“高技能员工”后，核心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加速折旧政

策实施后，企业显著增加了高技能员工的雇佣数

量，企业内部高级劳动力数量发生显著变化。综

合以上结果表明，为了更好地加速设备更新，加

速折旧政策实施后，企业雇佣的高技能员工数量

相应增加，政策对企业劳动力雇佣产生的“规模

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二) 异质性分析 
为了比较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影

响的异质性，我们尝试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年

龄两个角度进行分组检验。 
第一，高研发投入企业和低研发投入企业。

理论上，数字企业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往

往需要在技术创新领域有更高突破，而中国数字

企业主体规模偏小且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技

术环节的创新能力薄弱，因此，数字企业创新  
活动具有更高风险，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 
响[42]。相较于高研发投入企业具有的充足资金

流，低研发投入企业往往会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

进行更深入的创新研发工作。由于加速折旧政策

可以增大企业即时现金流，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

压力[43]，因此，相较于高研发投入的数字企业，

这项政策对低研发投入企业进行技术更新的助

推作用可能更加明显，从而可能会对其生产效率

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而对劳动力就业具有更明

显的吸纳作用。 

为了探究加速折旧政策是否会促进低研发

投入数字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本文根据数字企

业研发费用把全部样本分成了两组，把研发费用

小于当年全部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低研发

投入企业，反之划分为高研发投入企业。基于研

发投入的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7 第(1)—(4)列：从样

本分布来看，样本中高研发投入企业与低研发投

入企业的占比约 1:10，总体而言，大部分数字企

业处于低研发投入状态；从回归结果来看，加速

折旧政策促进了低研发投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

对高研发投入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

显著，组间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两组系数差异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这一政策对

两类企业的劳动力人均工资水平均未产生影响，

组间差异检验结果也并不显著。 
第二，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根据已有研究，

不同成熟度的数字企业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劳动

力需求也不尽相同[44]。企业数字化转型越早，其

内部数字化运行模式越成熟，研发活动的投资回

报率越高。由于成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通常更

小[45]，加速折旧政策可能会对其就业市场具有更

大的“规模效应”。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年轻

的数字企业通常处在摸索尝试阶段，往往企业规

模较小、市场竞争优势也较弱。尽管加速折旧政

策具有的“现金流”可能不足以推动年轻企业更

新设备[46]，发挥的“规模效应”也有限，但是对

其资金需求仍然存在“雪中送炭”的作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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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 
 低投入 高投入 低投入 高投入 年轻企业 成熟企业 年轻企业 成熟企业

 (1) (2) (3) (4) (5) (6) (7) (8)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eople lnpwage lnpwage lnpeople lnpeople lnpwage lnpwage 

Taxcut 0.099** −0.017 −0.038 −0.052 0.077* 0.152*** −0.041 −0.075 

 (0.045) (0.105) (0.053) (0.120) (0.045) (0.057) (0.059) (0.099) 

组间差异检验 
p=0.000 

(组间差异显著) 
p=0.340 

(组间差异不显著) 
p=0.000 

(组间差异显著) 
p=0.290 

(组间差异不显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5 649 579 3 936 405 3 491 2 851 2 637 1 762 

Adj.R2 0.907 0.918 0.025 0.012 0.928 0.894 0.060 0.056 
 
也会对年轻企业的就业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对不同年龄的数字企业就业是否均具有一定

的“规模效应”。 
根据企业年龄将全部样本分成两组：年龄小

于全部样本年龄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年轻企业，

反之划分为成熟企业。基于企业年龄的分组检验

结果见表 7 后四列。从样本分布情况上可以发现，

样本中成熟企业与年轻企业的占比约 2:3，总体

而言，数字企业中年轻企业居多。回归结果表明，

加速折旧政策对成熟企业和年轻企业均具有促

进劳动力就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数值上看，这

一政策对成熟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0.152)大于对

年轻企业的作用(0.077)，且组间差异检验结果表

明两组估计系数具有显著差异；此外，政策对二

者的人均工资水平均未产生影响，组间差异检验

结果也并不显著。 
 
六、进一步分析：数字企业如何 

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稳就业”是中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部分将进一步探究数字企

业如何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本文尝试从研发投

入和政府补贴两个方面[47−48]探究加速折旧政策

与数字企业就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模型

设定如下： 

 
0 1it it itnemployment Taxcut mech      

2 it j i t itjmech controls           (11) 
 
其中，mech 为调节变量，分别用企业研发费用的

自然对数和政府补贴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研发

投入(lnrd)和政府补贴(lnsub)[49−51]，其他变量定义

同上。本文主要关注调节变量与政策变量的交互

项 1 的大小与显著性。 
第一，增加研发投入。加速折旧政策增加了

企业研发投入[43]，企业研发投入的变化会对劳动

力就业产生调节作用[52]。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技

术进步，相对于成熟数字企业，年轻数字企业的

生产技术往往还不够熟练，研发投入增加会推动

其投入更多低级劳动力进行基础技能培训，从而

扩大劳动力需求；而成熟数字企业由于研发投入

的增加，可以更加积极地进行关键领域技术开

发，激发自身科研活动意愿[53]，从而扩大对高技

能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检验研发投入是否对加速

折旧政策与劳动力就业二者间关系产生调节效

应，将模型(11)中调节变量替换为企业研发投入

(lnrd)，并进行回归。表 8 前两列结果显示，增加

研发投入对加速折旧政策促进数字企业吸纳劳

动力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第二，加大政府补贴。与前者相对，由于加

速折旧政策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提高了数字企业

的市场认可度，符合政策适用条件的数字企业成

长能力和市场潜力得到政府认可，有助于数字企

业获得国家层面的各项补贴，而政府补贴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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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进一步分析回归结果 

 
研发投入 政府补贴 

(1) (2) (3) (4) 

被解释变量 lnpeople lnpwage lnpeople lnpwage 

lnrd*Taxcut 0.005** −0.002   

 (0.002) (0.002)   

lnrd −0.002 −0.008***   

 (0.002) (0.003)   

lnsub*Taxcut   0.004* −0.002 

   (0.002) (0.002) 

lnsub   −0.001 −0.006 

   (0.004)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 605 4 703 6 399 4 559 

Adj.R2 0.907 0.038 0.908 0.041 

 

力就业也可能会产生调节作用。已有研究表明，

政府补贴与加速折旧政策作用相同，都有助于 
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进行创新活 
动的资金保障[43]，助推企业增加劳动力投入[40]。

为检验政府补贴是否对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

就业二者间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将模型(11)中调

节变量替换为政府补贴(lnsub)。表 8 后两列的回

归结果显示，加大政府补贴对加速折旧政策促进

数字企业吸纳劳动力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实

施后，数字企业获得政府补贴越多，劳动力需求

越大。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促进数字经济领域就业是国家长期经济增

长中的重点工作。本文将 2014 年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09—2018 年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沪深 A 股上市

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学模型和双重差分方法

(DID)，从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两个方面，讨论

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数字企业劳动力

就业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加速折旧政

策对数字企业存在显著的吸纳就业作用，二者间

的“规模效应”明显大于“替代效应”。此外，

政策的适用范围每扩大 1 个标准差，数字企业劳

动力就业将平均增加约 4.4%。但是，加速折旧政

策没有提高数字企业人均工资水平。动态分析表

明，该政策的吸纳就业作用具有长期持续性。异

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效果在低研发投入企业

中更加显著，在成熟企业和年轻企业中都具有显

著作用。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加数字企业

研发投入、提高政府补贴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

策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

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者也

具有较强的政策启示。 
第一，为进一步激发数字企业吸纳就业的

“领头羊”作用，政府部门可以考虑继续简化固

定资产的税收扣除流程，适时提高允许一次性计 
入当期成本费用的单位价值额度，并且针对超过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单位价值额度的仪

器设备，进一步缩短折旧年限，帮助更多数字企

业享受税收政策优惠，从而增大政策对劳动力就

业产生的“规模效应”。同时，政府部门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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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类似的税收政策，并逐步扩大政策适用范围，

进一步助推投资、产出和劳动力就业的同步增长。

另外，由于这项政策对数字企业就业的吸纳作用

具有长期性，政府部门也要密切关注政策的效果

周期，不断出台配套措施巩固政策效果。 
第二，本文发现数字企业在实施加速折旧政

策后吸纳高技能员工是促进劳动力就业的重要

原因，这一现象从侧面表明当前数字企业内部员

工技能水平不高的现状。由于目前中国多数企业

处在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而数字企业发展初

期需要更多高技能员工学习新技术、操作新设

备，因此，加快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对于促进数

字企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企业一是可以

扩大员工在职培训规模，加强技能型人才培养；

二是要定期开展职业技能评比，提高高技能员工

的经济待遇；三是建立与科研机构、学校之间的

人才输送渠道，完善企业内部人才保障体系，为

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第三，低研发投入数字企业和成熟数字企业

受到加速折旧政策后吸纳就业的作用更突出；同

时，增加数字企业研发投入、提高政府补贴可以

正向调节加速折旧政策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

系，进一步帮助数字企业吸纳就业。政府部门一

是在具体落实加速折旧政策时可以采取差异化

的实施原则；二是可以加大对数字企业具有较高

技术难度的研发项目的优惠力度，不断激发数字

企业进行具有更高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从而带动

更多高技术人才就业，并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三是增强对数字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大

对其研发投入过程的政府补贴，着力解决数字企

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注释： 

 

① 中国在 2000 年后出台的几种常见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软

件企业优惠政策。以上政策适用范围分别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政策覆盖范围有限，

而 2014 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六个试点行业

覆盖了全部数字经济产业，为识别加速折旧政策对数字

企业就业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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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policy affected digital enterprises'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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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mployment of digital enterprises, exploits the 
financi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8, and 
employs economic model and DID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policy (ADFAP) on labor employment in digital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FAP has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 employment of digital enterprises without increasing the average 
salary level of the employees yet.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every 1 standard deviation 
expansion of the range of digital enterprises applicable to the ADFAP, the digital enterprises will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by about 4.4% on average. The dynamic test show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ha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Heterogeneity test shows that policy effect is more remarkable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R&D 
investment and mature enterprises. Impac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it’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an 
enterprise to take in high-skilled hands to hasten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s. 
Key Words: the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of fixed assets policy (ADFAP); digital enterprises; employment; 
average salar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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